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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陈伯达的一生，是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在某种意义上也

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于光远先生认为，中国革命从五四启蒙运动始，以“新启蒙

”为路标，转向一条背离世界文明主流之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与此相应

，“新启蒙”发起人之一的陈伯达，也从理性、良知、正义始，至主义、组织、

领袖终；以报国救民始，以害人误己终。 

    问题出在哪里？自然不能妄下断语。但我们观察到一种现象：按照“革命”

的法则，人民、国家、主义、组织、领袖诸概念是根据“革命需要”随时互相置

换的，道德的顶端高张“为人民服务”，行为的捷径却是“听领袖差遣”。服从这一

法则的，可以尽其忠、遂其志、展其才，如陈伯达；反抗这一法则的，就遭辱

其节、夺其禄、灭其身，如王实味。 

     陈伯达其实是另一类“被革命吞噬的儿女”，他交出了思想，同时失去了灵

魂，消灭了“自己”，变成了“自己人”。他起初不会想到“革命”是需要跪着干的，

所以一旦为“革命”抛弃，他就焦虑万状、生不如死，却连死的自由都没有，想

到自杀，还要“拿本本来”，查一查“马克思主义者”可不可以自杀——“革命”逼人

痴癫若此，创下人类自杀史上的奇观！ 

    偶尔，残存的理性与良知也使他发出微弱的呻吟，比如对于反右、大跃进

、文革武斗的认识，但这些既不足以匡正“革命”，也不足以拯救“自我”，他的人

格最终是扭曲的。 



对于有朋友希望他写回忆录，陈伯达说，他“不能不顾全大局”，认为“有许

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就是了”。他不懂得，这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组织

讳，是对历史、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是真正的“不顾全大局”，这也是《陈伯达最

后口述回忆》一书史料价值大打折扣的症结所在。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摘录） 
 

 

一、 高岗、饶漱石事件 
 
    一九五零年三月，毛泽东访苏回国途中，让陈伯达在东北稍事停留，在此
期间，高岗曾让陈帮他修改他的一篇文章《荣誉属于谁》，此事在陈倒后被说成

是陈参与高岗反党活动的罪行。陈伯达说：“让我在东北停留，帮助高岗处理

一些问题，修改一些文件，本来是毛主席的意思，我又怎么能拒绝帮助高岗修

改文章呢？” 陈伯达是这样述及高饶事件的： 
    高饶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好。因
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个人，并不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应该作为党内矛盾

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

。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

处理。 
    高岗反对刘少奇同志，在中央内部是公开的，他跟很多同志都谈过他对少
奇的意见，特别是对少奇的天津讲话有意见。他随身带着那份油印的天津讲话

，也曾拿给我看过，都已经皱皱巴巴不成样子了，他却当成宝贝一样存着。 
    高岗这个蠢家伙，他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反对刘少奇同志，一看他的意见
行不通，大家都不赞成，他回家后就拔出手枪要自杀。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就派

人把他看管起来了。他看自己已经被关起来，不久就服安眠药自杀了。 
    高岗历史上就有过一次自杀的企图。他在延安时曾跟我谈到过，一九三五
年中央代表朱理治打击他时，他很沮丧，感到自己处境狼狈而又无力摆脱，曾

想自杀。 
    高岗倒了以后，西北的一些同志是有意见的。如何团结西北的同志是一个
问题。我在一次和毛主席谈话时谈到：“我曾看到邓小平同志讲群众路线的一

篇文章，写得不错。讲功劳么，大家都有一点。高岗有，邓小平也有。邓小平

过去也在西北工作过，可以团结西北的同志。”我和毛主席谈话以后不久，中

央就发表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实际就是总书记，只是那时还没有用这个名称

。邓小平同志代替高岗过去的地位，与我和毛主席的谈话，是有些关系的。但

是小平同志到中央以后，经过一段接触，我又有些后悔，觉得他架子大，很不

容易商量问题。 
    高饶事件也错误地牵连了一些干部。潘汉年同志的案子就是揭发饶漱石时



，把事情扩大化搞出来的。潘汉年同志历史上曾受饶漱石的领导，有些秘密工

作方面的事，他向饶漱石报告过，但没有向陈毅同志报告过。陈毅同志和饶漱

石历史上就不和。饶漱石倒了以后，潘汉年在华东局的会议上检讨了过去秘密

工作中的一件事，陈毅同志听后马上说：“你的问题很严重，要立刻报告中央

”。中央接到陈毅同志的报告后，很重视，决定立案调查，就把潘汉年同志关

起来了。 
 

二、 起草中共八大会议文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及建国后党史中的反面人物
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名字，没点陈伯达，体现了当时在

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精神。陈伯达在谈论这个决议

时曾十分明确地说过：“没有点我的名，有很多理由。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现

在重新肯定了八大。八大是我起草的。首先提出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的也是

我。”陈伯达曾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与笔者谈了如下的话： 
    我倒了以后，上面派人审问我时，问过我八大决议中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那
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跟他们说，政治报告是会议前起草的，经过多次的修

改；但是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则是会议进行中起草的，所以搞得比较仓促。我

在决议草案上写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

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

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

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又觉得仅只是这样的提法，有些太笼统

，应该有一个概括性的提法。当时会议议程很紧，那天（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就

要表决决议，我早晨还在考虑主要矛盾怎么写才好，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提法

，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我修改好决议以后，已经来不及送毛主席看。原先的稿子他已经看过，这
时已不好再去打扰他。这样，我修改好的稿子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了，表决时

大家都举了手，就通过了。会后叶飞告诉我，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

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时，毛主席说了一句

：“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

，也就举了手。叶飞讲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他当时坐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 
 

三、 对“反右运动”持保留看法 
 
    虽然现今有些人习惯于给陈伯达戴上“极左”的帽子，毛泽东本人却认为
陈实际上属于“极右”，文革中的“批陈整风”又称“批修整风”，陈的名字

最终与修正主义成为同义词。而且，至今人们没有看到陈为“反右斗争”写过

什么文字。当然，陈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的反右决策提

出异议，他没有超越时空的见解，他仅只是一个消极分子而已。陈伯达回忆一

九五七年的情况时，这样谈道： 
    我的印象，整风开始以后，李维汉代表统战部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



了民主党派中一些人的发言，认为这些发言中有一部分是很错误的。统战部的

报告对毛主席有较大的影响。后来民主党派互相之间也出现矛盾。黄炎培给我

打了个电话，要求约我谈话。这件事我自己不能做主，就去向毛主席请示。毛

主席说：“你可以和他谈，但时间不要太长”。黄炎培主要和我谈了章乃器的

一些情况，对章乃器很有意见。谈话以后我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当时，北京大学也出现了许多大字报，新华社和北京大学党委向中央反映
，认为情况严重，说是北大已成了海德公园了。毛主席叫我去看一看，我就去

看了。其实，学生的大字报就是给学校党委和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没有什么不

得了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回来以后我向毛主席谈了我的看法。 
    中央当时做出了反右的决定，与那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也是有关系的。一九
五六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印象是深刻

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发生同类事件。同时，由于在各地的整风中还出现了一些

反对苏联的言论，苏联方面提出质问。这些情况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策都是

有影响的。所以，党的决策发生错误，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我参加过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他在那次会上对各地的
领导人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的言论，否则

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当时很惊讶，怎么会“时间比金子还宝贵”呢

？人总是会说错话的，这样抓紧时间去专门收集言论，牵涉的人就多了。所以

，反右后来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是有很大责任的。 
 

四、 庐山风云 
 
    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曾是被重点批判的人物，后来虽被格外开恩未列入“
反党集团”名单，但他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崇高威望和尖锐批评面前，同样不

能逃脱“要什么给什么”的命运。陈伯达作为庐山会议重要参加者及有关事件

的见证人，在晚年曾扼要地回忆过当时的情况： 
    会议开了不久，就出现了一些争论。有些同志只谈成绩，对存在的问题掉
以轻心。我在分组会上批评了那种不同群众商量就作决定，搞高指标，搞强迫

命令的错误做法；列举了河南、山东、福建等地我亲眼看到的一些事例，讲了

我在基层调查时受欺骗、吃苦头的情况，批评河南遂平县、山东范县搞了很多

假东西。   
    七月十四日，我在毛主席那里看到了彭德怀同志写给他的一封信。我看后
对主席说：“信写得不错嘛，是他自己写的吗？”主席说：“是他自己写的，

他能写。”当时我觉得信的文字写得不错，问题也讲得清楚，所以就当主席的

面夸奖了彭德怀的这封信。主席当时也没有说什么。过了几天，会议转向批评

彭德怀同志的信，我也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笔者听到这里时，曾问陈伯达：“既然你在会上一直是作为彭德怀的同伙
被批判，为什么你后来又写了一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的文章，批判了彭德怀呢？”陈伯达说： 
    那篇文章是中央要我写的。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刘少奇同志找我谈话，对
我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彭德怀同志历史上就是反对毛

主席的，说毛主席刚上井冈山的时候，彭德怀率领的国民党军就曾和红军作过

战。少奇同志批评我思想糊涂，认不清是非，与彭德怀站到了一起。他教育我



要立刻纠正自己的严重错误，站到党中央一边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与彭德怀划

清界线。他的话说得很重，把我都说哭了。我当时怎么可能怀疑毛主席和刘少

奇同志呢？怎么可能怀疑党中央的正确性呢？ 
    刘少奇同志和我谈话以后，中央又通知我到彭真同志那里去写检讨，我去
了彭真家里。我写检讨时，碰到胡乔木和吴冷西也在那里写检讨。不久，彭真

同志告诉我，中央要求我写一篇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文章，在党内发表。于是遵

照中央的决定，按照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有关讲话

，写了那篇文章。 
 

五、 起草《农业六十条》 
 
    《农业六十条》是在毛泽东等中央常委主持下，由陈伯达具体领导的起草班
子起草的，这在中共领导层内本来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是，当代中共官

方党史机构为了达到全面抹煞陈伯达的目的，编造了种种离奇的说法，企图扯

断《六十条》与陈伯达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陈伯达曾多次谈过《农业六十条》

的起草情况： 
    一九六一年，在广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是征得毛主席的
同意，由我负责起草的。到广州开会前，毛主席先要我和胡乔木、田家英分别

带领调查小组去农村调查情况，我去广州，乔木和田家英去湖南、浙江，时间

为半个月，然后到广东碰头，将调查的情况汇在一起讨论。我到广东农村时，

广东省委常委安平生同志跟我说，他接触过一个复员军人，这个复员军人很有

些见解，认为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公共食堂，如果食堂可以不办，那一切问

题都比较好办。我们在宝安县找到了这个复员军人，和他谈话，觉得他的意见

很好，可惜的是我现在已记不得这位复员军人的名字。我当时让秘书王文耀做

了记录，并立即将记录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批为会议的第一号文件。但

是在开会讨论时，陶铸同志和赵紫阳同志却不同意，说这仅是那个复员军人个

人的意见，多数食堂办得还是不坏的。我当时和陶铸同志、赵紫阳同志吵了起

来。讨论的结果，折中了一下，确定文件规定：食堂可以办，可以不办，可以

只办农忙食堂。文件草案通过后，我到一些乡村询问群众的意见，大家热烈地

赞成完全取消。后来乔木同志也向中央报送了赞成取消的材料。于是修改六十

条时，根据各地的经验，对食堂问题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这个修改过的六

十条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议后写的。 
 

六、 周恩来与陆定一争论知识分子问题 
 
    关于六十年代初期的党内矛盾，已有不少著作有所描述，但是这些著作往
往只述及了矛盾的某些部分，却忽略了另外一些部分。笔者曾就中共中央内部

争论的一些情况，向陈伯达作过询问。 
    我问道：“有不少文章都提到，在一九六二年的广州会议上，周总理和陈
毅都曾讲话，说要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件事为什么后来就

没有下文了？为什么当时没有形成一个决议？如果当时能有一个正式的决议，

那政治方面的形势肯定会好得多。”陈伯达回答说： 



    那时周恩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劳动
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提的很好。开

始毛主席也没有表示不赞成，但是中央有一些人不赞成，主要是陆定一明确表

示反对。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

不能摘。他和周总理争论的很厉害，僵持不下。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长，主管

这方面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放到一边去了。” 
 

七、 提出“电子中心论” 
 
    一九六二年以后，陈伯达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业调查之中，并独辟蹊径地
提出了一个新主张：“以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中国新的工业革命”。这个主

张后来被概括地称为“电子中心论”。不幸的是，这个主张在一九六五年的一

次中央常委会议上被否定了。文革中的一九六九年，陈再次提出“党和国家的

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出“以电子为中心，开展中国新的工业革命”，结

果再次被否定，并在实际上导致了他的倒台。陈伯达晚年以沉重的心情回顾了

这一段重要的经历： 
    解放后，我国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许多工厂设备陈
旧，技术落后，在管理上，很多东西是抄苏联的，脱离中国实际。尤其是六十

年代后，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大力发展电子技术，我们对此却比较迟钝，没有

认识到电子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所以，我提出

了“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意见。我几次和科学院负

责人谈这个问题，有几篇讲话稿还送毛主席看过，毛主席有过批语。 
    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我主持起草了一个题目为《工业问题》的文件，因为事
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为了慎重，四易其稿，到一九六五年夏天才定稿。当

时，还考虑到于光远等人有不同的意见，文件在强调发展电子技术的同时，也

分别讲了其他新技术，而且没有使用“电子中心”这个词，但是突出电子技术

的意见还是很清楚的。 
    《工业问题》的文件搞好后，我送交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很高兴，特地请
我一起吃饭。这是他解放后唯一的一次单独请我吃饭。席间，毛主席说：“搞

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一条发展工业的路子”。 
    过了几天，中央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这个文件。参加会的有毛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为是讨论我的文件，我也参加。讨论的时候，邓

小平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

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

当一些好”。毛主席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因为“以钢为纲”的方针是他采纳别

人的意见，正式讲过的，现在也不好自己来否定。刘少奇、周恩来都没有发言

。我一看这种场面，心里很难过，就一句话也没说。会议就这样散了。 
    这个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
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毛主席这个人总要找件事做，他的性格是这样，耐不

住寂寞，这件事没有做成，他就找另一件事做。如果他当时把注意力转移到经

济问题上来，就不会去搞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八、 新文革小组的成立 



 
    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正式发动“文
化大革命”的会议。对这次会议以及会后成立文革小组的有关情况，陈伯达曾

简要谈论过： 
    中央的《通知》确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当时，周总理找我谈过几次，要我当新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肯当，我说

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是文革五人小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

总理说康生不合适，说在中央里面我的文化高，要我当。我推辞几次，最后总

理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

法再推辞，只好同意了。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我考虑文革小

组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工作机构，可先列上毛主席在起草文件时

用的人，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

员，写成名单交给周总理。 
    这个名单后来有增加。陶铸同志调到中央工作后，我提出增加陶铸同志当
顾问。各中央局也都推荐了一两个人，中南局的王任重、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刘

志坚和华东局推荐的张春桥都列为副组长。小组的名单是经过中央常委同意后

确定的。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我又向毛主席提出，我是个书生，当不了组长。毛主席
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我没有办法，只好当了。 
 

九、 《人民日报》工作组和六月一日的社论 
 
    这两件事，因后者于一九八零年被特别法庭宣判为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而
被诸多有关文革历史的作品加以评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对此我询问

了陈伯达。他是这样回答的： 
    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的事，是少奇同志主持的会上议论后，少奇、恩来
、小平三位常委研究决定的。工作组的成员是小平同志让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

放军报社挑选来的，《红旗》也去了两个人。当时很匆忙，部队的几位同志我都

不熟悉，但主要工作还是靠他们。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在怀仁堂召集会议，邓小平同志讲了话，宣布了工作组
的事，对《人民日报》的工作做了指示。 
    我让《解放军报》的同志写一篇社论，当晚他们把写好的社论交我审阅，我
改动不多。讨论时，觉得原来的标题太长了。他们重拟了几个标题，我用了其

中一个，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提法以前报上已经有过，没想到十年

后法庭就根据这个定我犯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了。当时，社论虽然没有来得及

送杭州请毛主席审阅，可我记得在北京的几位常委是送了的，他们并没有提出

意见。 
    我问道：“那你为什么在法庭上对事情不做解释，只是说社论是你口说的
，还说‘可以判死刑’呢？”陈伯达说： 
    社论不是我写的，但经过我审改，标题是我定的，现在人家说是反革命煽
动，我不能牵连别人，自己一人承担就是了。既然定为反革命煽动罪，那还不

是想判死刑。罪名都定好了，还说什么呢？所以我说“可以判死刑”。 
    文革中发生动乱，原因很复杂。党的决策有错误，以及社会矛盾长期积累



，一时激化，等等，有历史的原因，有制度的原因，这些都应认真分析，得出

教训。把动乱的原因归结到一篇文章，归结到偶然用的几个词，就不是严肃的

态度了。《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不是哪一个人的私人报纸。报纸是公

开发行的，社论大家都看过。把党中央机关报的社论说成是搞反革命煽动，那

把党中央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呢？我个人定什么罪并没有关系。 
 

十、 文革小组的变化——从分歧走向分裂 
 
    七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明文宣布：“陈伯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他名义上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实际上反对中央文革

”。陈伯达在与笔者谈话时，着重叙述了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从发

生分歧走向分裂的过程： 
    文革小组刚成立时，只是中央常委起草文件的班子，没有正式的机构，小
组成员出席中央的会。六、七月间，江青、张春桥他们在上海，有时来电话传

达毛主席的意见。七月底他们来北京。不久，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召开十

一中全会。在这之后，小组的矛盾就开始了。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不久，我生病发高烧，住进医院。我提出可由
江青代理组长，中央同意。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我正在医院，江青代

表小组致辞。从此江青就在小组横行跋扈，我的话就没人听了。 
    记得有一天，王力到医院来，他叫我不要管事了，说宣传方面的事现在陶
铸同志管，小组的事现在江青管，我再发表意见不好，让我安心养病就行了。

后来陆续有一些同志来医院看我，我提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结果就触怒了江

青。我的病还没有好，江青让关锋叫我出院。 
    我开始晓得江青很难对付。过去我和她直接的接触很少，对她缺乏了解。
一段时间，我和周总理都说过她的好话，还是出于照顾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另

一方面，认识她要有个过程，她自己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出院后，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
规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工作机构，意义是：中央文

革小组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做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

未完，江青来了，大闹一番，嚷道：“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

副组长？”。代理本来是临时的，她代理起来还没有完了。我现在记不起她要

加一句什么话，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

再单独开会。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我的最大错误是提了所谓路线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我先提出的，但是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是由我去讲的。毛主席批示了我的讲话，到处就都这样讲了

。这件事是我最大的罪过。还有我随便接见一些人，偏听偏信，乱说瞎说，使

一些同志受了难。这些同志要怎么处理我都可以。但是，我同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之间，也经过了从分歧到分裂的过程。我同他们发生了很深的冲突。 
    中央工作会议后，有关制止武斗，起草北京市重要通告，取缔私设公堂，
解救被关押的人，等等，都是没有江青参加的情况下，我自己办的。我经常到

学校、工厂、居民点去向群众了解情况，只要我知道哪里发生打砸抢的事，我

都是要去制止的，有时带了一些没收的打人凶器回来，为的是告诉小组的人知

道有这类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江青责怪我只出席周总理召集的会议，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其实，小组开
会，就听她一个人瞎想瞎说，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样的会没有意义，反而

给她利用小组名义的机会。毛主席已决定由周总理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我就

不再召集小组单独开会了。 
    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你们写你们的
，我写我的。我就是不愿同他们合作。我起草的稿子，认为九大以后主要的任

务，是发展生产，而他们却认为是继续搞运动。后来我的稿子被否定了。 
    九大前夕，江青还和康生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召开了
一个会。江青宣布，议题是“陈伯达作检讨”。我刚说一句话，就被江青打断

了，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其他人发言。江青

还提出要摘掉我的帽徽领章。我看到这个会是专门为打倒我开的，没什么可说

的，就喊了一句：“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赞成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来没有公开。据说

到会人的记录也都上缴了，大概打倒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注：文中仿宋体均为原书编纂者、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所述。《陈伯达最后口述

回忆》由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